





【摘要】本文在 Romer (1990)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 以加入能源因子
和将技术因子与能源、劳动力相融合为特征 , 得到更贴近现实的反映经济增长的产
出方程式。通过检验中国和印度 1965～2004 年间的实证数据 , 运用 VAR 模型、
Johansen 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 ECM) 等方法 , 对两国的能源及技术
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 长期中 , 加入
技术变量的能源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 , 中国表现为负 , 而在印度为正 ; 技术
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 , 印度高于中国。短期中 , 能源与技术因素的短期波动对
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强 ; 而资本的短期波动对印度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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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Given t 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of Romer (1990) , t his paper
enlarges t he economic growt h model by taking the energy factor together wit h tech2
nology factor into account , and get s a core equation in order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1 U sing China’s data and India’s data of 1965～2004 , we analyze the long2
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nd t he short2run dynamic process among energy con2
sumption , technology and civil economic growt h , by establishing VA R models ,
doing Johansen Cointegration and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met ho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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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的能源危机 , 以及近年来持续的能源价格上涨形势 , 令能源
与经济增长的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然而至今 , 两者之间的关系仍难有定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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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研究项目 (批准号 : 05JJD7900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78 年 J1 Kraft 和 A1 Kraf t 就美国的能源消费与 GN P 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之后 , 国内外不
少学者均对此进行了探索。归结起来 , 国外的研究现状体现出两个互为递进的主体趋势 :
第一 , 检验经济增长 (以实际 GDP 或 GN P 来衡量) 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
期协整关系。Kraft 和 Kraft (1978) 运用 1947～1974 年美国的数据分析 , 得到仅存在从
GN P 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而 Akarca 和 Long (1980) 却在同一时间序列上通过选
取不同时间间隔的数据 ,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Yu 和 J in (1992) 运用 Engle - Granger 两步
法检验了美国 1974～1990 年间的季度数据 , 发现能源消费与收入不存在因果关系。Masih
和 Masih (1996) 对亚洲几个经济实体的实际收入与总能源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检
验 , 结果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同时期的表现迥异。Soytas 和 Sari (2003) 检验了“七国
集团”和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 16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
发现在“七国集团”中两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Chien Ο Chiang Lee ( 2006) 运用
Granger 非因果检验 (non Οcausality testing) , 对 11 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能源消费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予以解释。
第二 , 通过包括能源因子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 , 探究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André和 Smulders (2004) 、Sjak Smulders 和 Michiel Nooij (2003) 构建了包括能源和内
生的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 , 并以此解释 O ECD 国家普遍存在着的能源总消费量上升和
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等状况。Azomahou 等 (2003) 发现 O ECD 国家过去 20 多年中能源密度
在下降 , 于是他们建立体现节能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予以解释。Zon 和 Hakan (2003)
以扩展 Romer 模型 (1990) 为前提加入节能技术进步的因素 , 发现经济增长仍然能达到稳
态 , 但是经济增长率与真实的能源价格呈负相关。
近期 , 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具有以下特点 : 其一 , 关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 ,
得到“具有内生关系”的结论。只是具体在内生关系的表现和不同能源形式 (如煤炭、电力)
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有不同的解释。其二 , 多以能源方面为着眼点 , 提出能源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全替代性 (赵丽霞、魏巍贤 , 1998) ; 加快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可节
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林伯强 , 2003 ; 马宏伟、张兆同 , 2005) ; 实行多样化能源消费
战略 ,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马超群等 , 2004 ; 范雪红、张意翔 , 2005) 。其三 , 多与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吴巧生等 , 2005) 。鉴于此 , 本文以中国和印度的对比为视角 , 在 Romer
(1990) 增长模型中加入能源因素 , 并且将技术因子考虑进能源和劳动力因素之中 , 确定实证
分析的核心方程式。进一步地 , 利用中国和印度的数据 , 通过建立 VAR 模型、Johansen 协整
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 同时比较分析两国在能源、技术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
期关系及短期动态过程两方面的差异 , 以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判断。
一、中国和印度相关数据的初步对比
首先 , 在两国能源密度的比较中不难发现 , 尽管近 20 年来中国的能源密度几乎始终处
于下降通道 , 然而 , 能源密度的水平却一直显著高于印度。如果从概念界定的角度 , 所谓
“能源密度”表示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与 GDP 的比值 , 那么图 1 所示的事实 , 一方面表示 , 相
对于印度而言 , 我国的高能耗现象明显 ; 另一方面 , 在我国高速增长的 20 年里 , 能源消费
的作用似乎很不明显 , 仅在近几年能源密度有所回升 ,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对于能源消耗的控
制取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 又是否意味着技术进步在能源经济 (如节能技术的发展) 中发生
了作用 ? 更进一步地 , 如果考虑中印两国的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 , 自 2002 年起我国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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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有快速上升的趋势。当然 , 这一轮能源消费的快速上升几乎与 GDP 的快速增长同步。




其波动性。结果显示 , 近 20 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平均值低于印度 , 且波动性显著小于印度。能源消费
弹性系数表明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 相应能源消耗需
要增长多少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若小于 1 , 则
本年单位不变价 GDP 能耗比上年降低 ; 如弹性系数大于
1 , 则本年单位不变价 GDP 能耗比上年上升。因此 , 一
般而言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小意味着经济增长利用能
源效率越高。
数据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 (1980～2005) 、美国 BP 公司《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EIA (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 ration) 和 IM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官方网站。
最后 , 比较中印两国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的缺口大小 , 特别是石油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大
小。其一 , 自 1980 年以来 , 印度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始终呈现负缺口 ; 而中国的石油生产和
消费之间的缺口在 1992 年之前呈现正值 , 1992 年之后石油的消费提高很快 , 超出了石油的
生产 , 一定程度上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起飞迅速、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上升的结果。
其二 , 中国石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负缺口日益拉大 , 已经超出了印度。负缺口越大 , 表明该
国的能源越不能自我供给 , 越依赖于外国的能源支持 , 于是 , 外来的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将更大。
二、能源、技术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原材料 , 能源可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投入的能源要素越多 , 产出
则应越大。从这一角度判断 ,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 , 作为一种
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战略性自然资源 , 经济增长越快 , 意味着能源消耗得越快。当能源消费
超过一定限度时 , 经济增长将受到限制甚至停滞。
以 Romer (1990) 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 将“技术进步”内生于资本产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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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积累过程中 , 以微观个体追求利润的动机为技术进步形成的机理 , 构建了一个技术内
生型、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微观经济模型 , 并且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诠释。在这里 , 我们
将沿用 Romer (1990) 模型的主要思想 , 不同之处在于加入“能源因子”。于是 , 模型的
假定包括 : 第一 , 将经济生产部门划分为两类 : 一类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 , 另一类是
中间产品 (资本品) 生产部门。第二 , 能源与劳动、资本被看作是三类生产要素。能源
与劳动直接出现在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中 , 而“资本”则先进入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 接
着由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生产出不同的资本品 , 再进入最终产品的生产中。第三 , 生产要
素市场均是垄断竞争市场 , 不同的企业生产各具自身特色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中间产品
市场上 , 每一家企业提供一种特定的资本品。第四 , 假定生产函数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
函数形式。







β3j d j (1)
其中 , Y 表示最终产品的产出 , L 表示劳动投入 , E 表示能源投入 , x j 表示由中间产品
部门提供的多种资本品 , β1 、β2 、β3 则代表各生产要素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 , 技术因子 A
在生产函数中表现为资本扩张型 , 它出现在资本品的积分上限中 , 表明若 A 越大 , 可以选
择投入的资本品越多。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面临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抉择 :
max







β3j d j - wL - PE E - ∫
A
0
Pj x j d j (2)
s1 t1 　　w =β1 Y/ L (3)
Pj =β3 Lβ1 Eβ2 xβ3 - 1j (4)
PE =β2 Y/ E (5)
式 (3) 、(4) 和 (5) 分别表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为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付出
的“价格”, 此处 , 对各生产要素的付出与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其中 , w 、PE 、Pj 分别代
表劳动工资、为能源付出的价格和为资本支付的租金。






P j ( x j ) ·x j - rx j (6)
其中 , r 代表为原始资本付出的租金。每一家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均有如式 (6) 的目标
函数 , 于是式 (6) 对 x j 求一阶条件 , 可以得到每一资本品的价格 Pj 均为
1
αr。同时 , 由假
设条件可知 , 每一企业均生产一种特定的资本品 , 并且每一资本品的需求函数都由式 (4)
给出 , 即 Pj ( x j ) =β3 Lβ1 Eβ2 xβ3 - 1j 。因此 , 最终产品部门对每一资本品的购买量 x j 是相同




x j d j = K , 所以可以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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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将式 (7) 代入 (1) , 式 (1) 可以被重新写成 :
Y = Lβ1 Eβ2 Axβ3 = Lβ1 Eβ2 Kβ3 A1 -β3 (8)
分析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 ———方程 (8) ,存在三种情况 :其一 ,规模报酬不变 ,即β1 +β2 +
β3 = 1 ,此时 ,方程 (8)经整理得到 : Y = ( A L)β1 ( A E)β2 Kβ3 ;其二 ,递增的规模报酬 ,即β1 +β2 +β3
> 1 ,则方程 (8)可写为 : Y = ( A L)β1 ( A E)β2 Kβ3 Aδ ,δ> 0 ;其三 ,递减的规模报酬 ,则方程 (8) 可写
为 : Y = ( A L)β1 ( A E)β2 Kβ3 Aδ ,δ< 0。将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




实证检验的时间序列样本包括 1965～2004 年间中国和印度 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以
1980 年为基期调整得到的实际 GDP) 、一次能源消费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R &D 支
出、国家财政的科技支出和人口数 (每年为年中数) 的数据 , 样本观察值分别为 40 个。为
消除可能产生的异方差性以及更好地寻求弹性 , 回归方程采用双对数形式 , 各变量设定如
下 , C Y: 中国的实际 GDP ; CE : 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 ; C K: 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 ; CP : 中国的人口数 ; IY: 印度的实际 GDP ; IE : 印度的一次能源消费量 ; I K: 印度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IP : 印度的人口数 ; CT : 中国的技术进步指标 ; IT : 印度的技术进
步指标 ; L - : 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
21 经济增长与一次能源消费量的长期关系比较
直观上 , 运用方程 (9) 进行实证分析 , 得到各系数以检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以
及测定规模报酬的效应 , 回归方程式如下 :
ln Y t =β1 ln ( A tL t ) +β2 ln ( A t E t ) +β3 ln Kt +δlnA t +εt (10)
然而 , 由于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 , 若直接进行 OL S 估计很可能产
生伪回归。于是 , 为验证长期以来 ,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是否具有比较稳定的相关关系 , 我
们将先建立 VAR 模型 , 运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和印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当
然 , 在此之前 , 运用 ADF 检验各时间序列变量及其一阶差分的单位根 ( unit root ) 性质 ,
以判断这些数据序列的平稳性。
从 ADF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 L C Y、L (CP 3 CT) 、L (CE 3 CT) 、L CT、L C K及 L IY、
L ( IP 3 IT) 、L ( IE 3 IT) 、L I K、L IT 等序列都存在单位根 , 均是 I (1) 序列 ; 而其各自
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 1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 , 均属于平稳序
列 I (0) 。于是 , 可以运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分析上述变量间的长期关系 , 先将两组变量分
别构置于非限制性 VAR 模型之中 :
y t = σ 0 + σ 1 y t- 1 + ⋯+ σ k y t - k +ξ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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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和印度的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5)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000) 、印度
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 : / / mospi1 nic1 in/ 、美国 BP 公司《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和 EIA ( Energy Infor2
mation Administ ration) 及 IM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官方网站。
其中 , y 序列为 5 ×1 阶向量 , 即分别为 [ L C Y , L ( CP 3 CT) , L ( CE 3 CT) , L CT ,
L C K]′和 [L IGDP , L ( IP 3 IT) , L ( IE 3 IT) , L I K , L IT ]′; σ i ( i = 1 , ⋯, k) 为 5 ×5 阶系
数矩阵 , σ 0 为多维外生向量 , 包括截距项、趋势项等确定项 , ξt 为 5 维扰动向量。据此 ,
我们分别建立了中国和印度的 VAR (2) 模型 , 并且通过 Johansen 协整检验得到的特征根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检验结果如下 :
表 1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Ⅰ①
LCY、L (CP 3 CT) 、L (CE 3 CT) 、LCK、LCT
假设的协整关系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 %临界值
None 3 01579316 86151526 69181889
At most 1 3 01512078 5414779 47185613
At most 2 01329661 27192669 29179707
At most 3 01250983 13112773 15149471
L IY、L ( IP 3 IT) 、L ( IE 3 IT) 、L IK、L IT
假设的协整关系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 %临界值
None 3 01569718 77131738 69181889
At most 1 01420548 46111457 47185613
At most 2 01337434 25192487 29179707
At most 3 01196596 10169439 15149471
　　由以上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 , 代表中国的前一组变量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 2 个协
整关系 , 代表印度的后一组变量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 1 个协整关系。同时 , 可以分别
得到两组的协整向量 :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Ⅱ






















　　协整向量中各变量前的系数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 此处由于是双对数模型 , 各
系数表明长期的弹性关系。因此 , 从上表两组变量的情况对比中 , 不难发现中国和印度经济
增长与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的长期弹性关系均有所不同 : 第一 , 加入技术变量的能源
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 , 在中国表现为负 ( - 11058989 ) , 而在印度则表现为正
(01463825) 。第二 ,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正弹性关系更为显著 (11316588) , 印度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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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组变量的协整检验均采用有序列确定性趋势 , 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而无线性趋势。
增长与资本也呈正相关关系 , 只是弹性系数较小 (01411729) 。第三 , 中国的情况显示 , 加
入技术变量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11287967) ; 而印度的情况则相反 , 加入技
术变量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 ( - 01676289) 。第四 , 根据模型的定义 , 技术对于
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 技术通过渗透到劳动和能源中影响
经济增长 , 以及科技研发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 因此通过三项系数的加总可以看出 , 中国
的技术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为 01039336 (11287967 - 11058989 - 01189644) , 趋近于
零 ; 印度的技术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为 01132071 (01463825 + 01344535 - 01676289) ,
显然 , 印度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大于中国。
31 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 ECM) 的短期动态分析
通过协整检验方法 , 我们得到长期中 ,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与包括能源、技术等在
内的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 并且协整向量反映了其具体的长期关系。当然除此之外 , 能源
价格导致能源消费的短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令人关注 , 这种短期的调整效应可运
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V ECM) 进行分析。首先 , VA R 方程 (11) 可以同时写成差分的
形式 :
Δy t = σ 0 + σ y t- 1 +Γ1Δy t- 1 + ⋯+Γk- 1Δy t- k+1 + V t (12)
由于通过上面的分析 ,中国和印度两组变量分别存在2个和1个协整关系 ,因此 σ 可以分解成两
个矩阵的乘积 ,即 σ =αβ′。接着 ,用不含外生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表示上述的协整体系 :
Δy t =αECM t - 1 +Γ1Δy t - 1 + ⋯+Γk- 1Δt - k+1 + V t
其中 , ECM t - 1 =β′y t - 1是误差修正项 , 系数向量α反映当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
状态时 , 将其调整至均衡状态的速度。根据上述中国和印度两组变量的协整方程 , 可以得到
各自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实际 GDP 的方程 , 所以只列出该方程的
实证结果 :
表 3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主要结果






[ - 0146926 ]
ΔL CY - 1
- 01252052
[ - 1100965 ]
ΔL I Y - 1
- 01353007
[ - 1166276 ]
ΔL ( C P 3 C T) - 1
- 01154044
[ - 0183709 ]
ΔL ( I P 3 I T) - 1
- 31138451
[ - 0191698 ]
ΔL ( C E 3 C T) - 1
01229998
[2109597 ]
ΔL ( I E 3 I T) - 1
01143264
[0172799 ]
ΔL C K - 1
01078659
[1107918 ]
ΔL I K - 1
01223165
[1192244 ]
ΔL C T - 1
01076982
[0192096 ]
ΔL I T - 1
21912493
[0183848 ]
F - test 41570849 F - test 11996663
R2 01516097 R2 01278734
　　注 : 方括号中是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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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果可知 ,短期内中国的情形表现为 ,加入技术变量的能源因素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效应 (01229998) ; 而印度的情况则是 , 加入技术变量的能源因素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
并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01143264) , 反而是资本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
相关效应 (01223165) 。可见 , 能源因素的短期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四、结 　　论
本文以 Romer (1990) 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 , 构建了包括能源、技术因素在内的经
济增长方程式 , 并作为实证分析的基准。再进一步 , 运用 VA R 模型、Johansen 协整方法和
误差修正模型 (V ECM) 方法对中国和印度的数据进行了具体的比较 , 得到了如下结果 :
第一 ,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技术、人口和资本都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 只是
这些关系的具体表现不相同。长期内 , 中国经济增长与考虑技术变量在内的能源因素呈现负
相关关系 , 能源消费的增加对应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并且 ,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正向作用
不强 , 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强。
相反 , 印度的经济增长与考虑技术因素在内的能源消费呈正相关关系 , 能源消费的增加与经
济增长同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正向作用比中国强 , 但是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呈显著
的负向作用 ,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比中国弱。
第二 , 在 V ECM 的短期效应分析中 , 能源因素的短期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显著 , 并呈现正向作用 ; 能源因素的短期波动对印度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却不显著。然而 ,
资本的短期波动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向 , 而中国的情形则不显著。
结合初步数据和实证模型数据的结果 , 我们认为其可能的解释在于 , 中国与印度经济的
快速增长中各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各不相同。一方面中国的能源经济中 , 首先 , 技术含量仍
偏低 , 行政性的政府管制手段 (如对成品油价格的控制、对能源消费的控制) 多年来所占的
比重以及存在的惯性较大 , 以至于带有技术变量的能源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甚至呈现负
向 ; 其次 , 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不强 , 经济结构中 , 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
(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仍占主要位置 , 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少 ; 最后 , 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以工资为例) 与能源消费的成本 (以原油价格为例) 的相对变动幅度而言 , 廉价的劳动力
仍然令“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另一方面 , 印度的经济增长技术驱
动的成份较大 , 如印度的第三产业 (如软件业) 发展迅速。并且 , 能源与技术的结合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也呈现正向。同时 , 虽然在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 , 长期来看效果比中国小 ,
但是短期内资本量的增加作用显著 , 将令其经济增长加速。
因此 , 应该说未来一段时期以内 ,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瓶颈在于技术因素的直接和间
接作用 ; 而印度经济增长持续性的瓶颈则在于物质资本的贡献。当然 , 在目前一方面是原油
价格波动、能源紧张 , 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保持甚至加大对于亚太地区的直接间接投资规模
的形势下 ,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甚乐观 , 中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 , 逐步建立技术进步与
创新为主流的“节约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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